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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伙伴选择是指个体根据其他个体能否给自己带来获益而选择或拒绝与他们建立伙伴关系的行为。伙

伴选择对合作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表现为：个体只要有离开或自主选择伙伴的机会即可促进合作; 若能

了解到伙伴的行为或特质层面的信息, 则可以进一步促进合作。基于目前研究, 伙伴选择主要可能通过 4 种具

体机制促进合作行为, 即离开或拒斥的惩罚机制, 寻求合作者的奖赏机制, 分类匹配机制以及生物市场中的

竞争机制。未来还需要从厘清伙伴选择的概念, 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 深入探索其促进合作的内在机制, 尝试

用伙伴选择解决伙伴控制条件下的合作问题, 以及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伙伴选择与合作等方面开展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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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伙伴选择 (partner choice), 是指个体会根据

其他个体能否给自己带来获益而选择或拒绝与他

们建立伙伴关系的行为。伙伴选择在其最基本的

意义上是离开或拒绝 “坏伙伴 ”的能力 (Barclay, 

2016), 其关键在于当个体遇到的互动对象是一个

背叛者时, 他可以选择离开, 或进一步选择与其

他伙伴进行互动。这种更换伙伴的可能性, 使得

合作者可以远离那些剥削自己的背叛者, 并去寻

找其他合作者 , 这样背叛者就会被孤立出去

(Barclay, 2011)。大量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发现, 

伙伴选择可以在没有强迫或惩罚的情况下促进合

作, 如欧洲中世纪商人与其海外代理人之间, 纽

约钻石商与其各地经销商之间, 以及中国中间商

群体之间均可以在没有任何约束性制度的情况下

交换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阻止人

们背叛的正是在未来的交易中不会被选作合伙人

的风险(Baumard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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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行为是一种最大化集体利益的行为, 通

过抑制个体短期的自我利益来满足集体长远的共

同利益(吴琴, 崔丽莹, 2020)。当需要解释合作行

为 时 , 学 界 长 期 以 来 倾 向 于 依 赖 互 惠 理 论

(reciprocity theory) 。该理论在重 复囚 徒困 境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博弈范式的基础上形

成了以“以牙还牙” (tit-for-tat)策略为核心的逻辑

思想——首轮博弈选择合作, 然后在之后的每轮

博弈中均模仿对方上一轮的选择, 即对方合作则

自己合作, 对方背叛则自己也背叛(Axelrod, 1984; 

Axelrod & Hamilton, 1981)。然而, 这类互惠式策

略是基于伙伴控制(partner control)过程得出的。伙

伴控制过程是指, 个体与一个或分别与多个特定

伙伴反复互动, 互动过程中双方均无法离开当前

伙伴(Bull & Rice, 1991; Trivers, 1971)。然而, 在

现实生活中, 个体并不见得一定会与对方反复互

动, 当发现对方不合作时, 个体还会选择“离开”, 

或选择其他伙伴。来自类人猿的实验与观察数据

表明基于伙伴控制过程形成的条件式合作比较少

见, 而伙伴选择过程却在一些形式的合作中发挥

着作用(Engelmann & Herrmann, 2016; Schweinfurth 

& Call, 2019)。Henrich 和 Muthukrishna (2021)进

一步认为人类从祖先那里传承的基于伙伴控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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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合作的能力相当有限, 却继承了一些基于伙伴

选择促进合作的能力, 比如对当代狩猎采集者的

研究表明, 狩猎采集者能准确分辨好的合作者和

非合作者, 并会积极选择和更换伙伴(Tooby et al., 

2006)。因而近年来, 对合作的研究越发集中在如

何从一组不同品质的潜在伙伴中选择伙伴, 以及

现有的伙伴如何能够表现出对互利关系的持续性

承诺(Bird et al., 2018)。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伙伴选择在人类合作行

为的进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Barclay, 2013; 

2016; Everett et al., 2018; Eisenbruch & Roney, 

2017; Henrich & Muthukrishna, 2021; Martin et al., 

2019; Smith & Apicella, 2020)。理论与实证研究表

明当人们可以选择离开剥削者而转向合作的伙伴

时 , 合作就会成为一个稳定的策略选择(Aktipis, 

2011; Barclay, 2016; Bednarik et al., 2014; Harrell 

et al., 2018; Rand et al., 2011)。同时, 人们还会根

据潜在伙伴的具体合作行为 , 以及慷慨 (Barclay 

& Barker, 2020; Jordan et al., 2016; Pleasant & 

Barclay, 2018) 、道德品质和道德决策过程中体现

出的道德标准强弱, 遵守道德规范程度(Martin et 

al., 2019; Shinohara et al., 2019)等特质层面的信

息, 选择出最可能合作的伙伴, 并在后续的博弈

互动中双方均会表现出高水平合作。 

在现实社会中 , 从全球范围的资源困境解

决、极端气候异常的应对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建, 到国家间的战略结盟、企业间的合作, 市场垄

断的打破, 再到公民层面的慈善捐赠、志愿服务

及环保行为等问题, 都会涉及到对伙伴选择思想

的运用。所以, 探究伙伴选择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

将结合伙伴选择领域的研究进展, 论述伙伴选择

的概念及其特征, 伙伴选择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作

用, 以及伙伴选择促进合作行为的可能的内在机

制等问题。在此基础上, 会进一步讨论当前伙伴

选择研究依然存在的局限, 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2  什么是伙伴选择 

伙伴选择可以通过与伙伴控制对比来理解。

最典型的伙伴控制过程是“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这一过程下, 个体都是基于与一个或分别与多个

特定伙伴反复互动, 互动过程中双方均无法离开

当前伙伴(Bull & Rice, 1991; Trivers, 1971)。个体

只能通过有条件的合作或扣留收益(即发现对方

背叛后自己也会在下一轮选择背叛)的方式尝试

说服固执的背叛者转为合作 (Schino & Aureli, 

2017), 却不能利用威胁离开或转向其他合作者的

方式。正是基于这种伙伴控制过程, Axelrod 等人

(Axelrod, 1984; Axelrod & Hamilton, 1981)先后发

展出了以“以牙还牙”为核心逻辑的一系列策略。

这种基于伙伴控制过程发展起来的互惠理论, 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对非亲缘合作行为的解释

(Roberts, 1998)。 

然而, 在现实中, 个体并不见得一定要与某

一特定伙伴反复互动, 当个体发现对方不合作时, 

个体还可能选择“退出”, 即采取离开的方式。而且, 

在许多实际情况下, 个体往往面临着很多潜在的

不同类型的伙伴, 当个体离开背叛的个体后, 可

能会找到更加合作的伙伴。这种伙伴选择的思想, 

最早由 Dawkins (1976)在论述雄性父母照料时提

到(即雌性个体会选择与忠诚和愿意照料子代的

雄性个体交配), 并且 Axelrod 和 Hamilton (1981)

在论述无花果和无花果黄蜂的背景下也曾提到 , 

即无花果会选择那些会在子房中产卵较少以使种

子发育成熟的昆虫(Bull & Rice, 1991)。但在随后

的合作研究中, 伙伴选择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单独

的机制。后来, 伙伴选择由 Noë 等研究者作为一

种解释合作的独立机制明确提出并发展起来

(Bshary & Noë, 2003; Bull & Rice, 1991)。在伙伴

选择过程中, 个体可以选择自己的伙伴, 重点不

是防止欺骗或背叛, 而是选择和被选为正确的伙

伴(Baumard et al., 2013)。伙伴选择可以表现为：

(a)在两个或多个潜在的合作伙伴之间进行选择 ; 

(b)与他人互动一段时间后, 选择是继续合作还是

离开或转换到新的合作伙伴; (c)根据潜在合作伙

伴的一些信息, 决定是否与之互动; (d)群体拒斥

行为, 包括群体内成员对群体外成员的拒斥以及

群体内成员对群体内成员的拒斥 (Martin et al., 

2019)。因此, 在伙伴选择过程中, 合作者对伙伴

的背叛行为做出的反应可以是与另一个伙伴建立

新的合作关系, 而不会像在伙伴控制条件下那样, 

个体只能选择与当前伙伴合作还是不合作。 

Noë 认为伙伴选择作为一种“选择性力量”的

重要性, 早已在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领域被认

识到, 但其对合作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被普遍认识

到(Noë & Voelkl, 2013)。为推动伙伴选择这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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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合作的新机制发展, Noë 和 Hammerstein (1994)

基于性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特别提出了“生物

市场” (biological market)概念, 用以强调在早期

合作模型中忽视了的方面, 即伙伴选择或伙伴转

换(partner switching), 以及对伙伴的竞争等(Noë 

& Voelkl, 2013)。根据生物市场的观点, 自然选择

将有利于那些与“最佳”伙伴建立合作关系的有机

体 , 它们的合作能够使得彼此获得最多的收益 , 

包括联盟援助、食物、住所, 甚至忍耐(tolerance)

等(Barclay, 2013)。当存在伙伴选择时, 个体可能

会在伙伴关系中竞争, 只有能够提供足够或高质

量“商品”才能赢得伙伴关系  (Barclay, 2013), 那

些贡献比别人少的人逐渐被排除在合作交流之外。 

在这一推动下, 许多研究开始用伙伴选择解

释人类的合作行为 , 这其中包括动态社会网络

(dynamic social network)研究(Barclay, 2013; 2016; 

Bednarik et al., 2014; Melamed et al., 2018)。与此

同时, 伙伴选择不仅被视为一种过程, 也会被视

为一种能力与倾向, 即离开“坏伙伴”的能力, 以

及识别和选择“好伙伴”进行合作的能力。比如 , 

Barclay (2016)把伙伴选择定义为 , 离开或拒绝

“坏伙伴”的能力; Martin 等人(2019)把其定义为, 

个体通常会对潜在伙伴进行评估, 选择与那些能

给自己带来获益的伙伴建立关系, 离开那些不能

给自己带来获益的伙伴。有研究者把伙伴选择视

为继亲缘选择 (kin selection)、群体选择 (group 

selection)、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间接互惠

(indirect reciprocity)及惩罚(punishment)等理论之

后, 又一个促进合作的方法或机制(Geoffroy et al., 

2019; Martin et al., 2019)。 

此外, 还可以把伙伴选择与直接互惠和间接

互惠这两个比较相近的理论作比较, 以更好地把

握伙伴选择的特点。伙伴选择不同于直接互惠。

首先, 由于是建立在伙伴控制基础上, 个体无法

离开当前伙伴, 直接互惠强调的是直接从帮助对

象身上获得回馈; 而伙伴选择则既可以从互动的

对方身上获益, 也可以从不固定的第三方观察者

身上获益。其次, 直接互惠在面对背叛时需要采

取惩罚或强迫的策略来促使合作 (比如“以牙还

牙”策略中的背叛), 而伙伴选择却可以在没有强

迫或惩罚的情况下促进合作, 因为伙伴选择旨在

通过寻找合作者来促进合作, 而不是通过惩罚背

叛者来促进合作。伙伴选择也不同于间接互惠。

首先, 间接互惠理论下, 参与者有机会帮助另一

个他们永远不会直接获得回报的个人, 而在伙伴

选择过程中, 他们可以选择某个特定伙伴进行互

动合作, 这就意味着伙伴选择提供了一种比间接

互惠更可靠的回报方式, 即个体可以更安全地期

待其选择的合作伙伴的合作(Sylwester & Roberts, 

2013)。其次, 与间接互惠对声誉作用的强调不同, 

即使没有声誉的作用, 伙伴选择依然能够对合作

行为产生促进作用(Melamed et al., 2018)。最后, 

在有声誉的作用下伙伴选择会比间接互惠能更有

效地促进合作行为(Sylwester & Roberts, 2013)。 

3  伙伴选择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当前, 伙伴选择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在改编一

些经典的博弈任务基础上, 开展计算机模拟研究

和实验室实验。这些经典的博弈任务主要包括：

独裁者博弈 (dictator game, DG), 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 UG), 信任博弈(trust game, TG), 

讨价还价博弈 (bargaining game, BG), 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PD)以及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 PGD)等。伙伴选择对合作行为的

影响作用, 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首先, 只要

有离开背叛者的机会, 或自主选择伙伴的机会即

可促进合作; 其次, 若能提供了解伙伴信息的机

会, 则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3.1  离开或拒斥背叛者即可促进合作 

首先, 只要有离开(walk away)的可能, 并不

需要真正离开, 即可促进合作水平的提高。仅仅

在伙伴选择实验范式下, 就会使个体感受到失去

伙伴的威胁, 从而使得互动双方更加合作。比如, 

在双人金钱分配博弈中, 当接受者可以离开当前

分配者, 在下一轮可以选择新的合作伙伴时, 分

配 者 倾 向 于 分 给 接 受 者 更 多 的 钱 (Martin & 

Cushman, 2015)。在二元讨价还价博弈中也发现, 

当伙伴可以寻求其他合作者时, 个体会更倾向于

平均地分配金钱(Debove et al., 2015)。一项基于社

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研究发现, 即使因为更

换伙伴的成本较高而使得动态网络 (dynamic 

network)的动态性下降, 但只要存在离开的威胁, 

就能有效促进合作(Bednarik et al., 2014)。 

其次 , 离开或拒斥(ostracism)背叛者的行为 , 

能够促进群体合作行为的进化。例如, 在 Aktipis 

(2011)基于公共物品困境博弈进行的计算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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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 个体以在博弈中的收益是否超过了某一

临界值为标准, 决定是否离开当前群体。临界值

越高表明个体越不能容忍背叛者。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个体为合作者还是背叛者, 其设置的临界值

越高越有利于合作行为的进化。临界值越高的个

体在早期离开低水平合作群体的比率也越高。同

时, 早期离开比率越高的区域, 越有利于合作的

进化, 随着该区域合作者比例的增加, 群体合作

水平逐步提高, 离开比率逐渐下降, 继而形成稳

定的合作群体。与此类似, 在另一项计算机模拟

研究中, 研究者模拟出了个体的合作水平, 以及

在互动中能接受的他人最低合作水平两个特点 , 

并设定在每一轮经济博弈结束后, 若对方的合作

水平低于个体所能接受的最低合作水平, 则该个

体会离开对方。结果发现, 随着时间推移, 群体平

均合作水平增加, 个体所能接受的他人最低合作

水平会有所提高, 低于该水平的相对不合作的个

体将被剔除 , 这进一步提高了群体合作水平

(McNamara et al., 2008)。当群体成员可以拒斥群

体外成员时, 也可以有效促进合作行为的进化。

比如, Nakamaru 和 Yokoyama (2014)在基于公共物

品困境博弈进行的计算机模拟研究中, 发现当拒

斥标准为群体外成员的声誉不低于群体内成员的

平均声誉或高于群体内声誉最高的成员时, 群体

拒斥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一项实验室

研究中发现, 当群体中有非合作者时, 群体成员

会利用流言拒斥非合作者, 同时群体成员之间会

表现得更加合作。相较于控制条件与仅能传递他

人是否合作的流言条件, 在能够凭借流言进一步

拒斥组内合作水平较低的成员时, 被试在公共物

品困境博弈中的贡献最高, 同时在上一轮中被拒

斥的被试在下一轮博弈中会表现得更为合作

(Feinberg et al., 2014)。 

甚至, 在动态网络中, 若他人终止了与个体

的关系, 在下一轮动态及静态网络中的伙伴互动

时, 个体都会变得更倾向于合作。例如, 在一项研

究中, 研究者操纵了网络类型：完全静态网络, 完

全动态网络, 混合网络。完全静态网络中, 被试与

固定的伙伴进行互动; 完全动态网络中, 每三轮

博弈后被试可以终止与一名伙伴的关系, 与网络

中的他人建立新的互动关系; 混合网络中, 被试

与固定伙伴互动的同时也与非固定伙伴互动。研

究发现, 混合网络中, 在动态网络部分的个体进

行伙伴选择后, 不仅动态网络部分的合作水平有

所提高, 静态网络部分的合作水平同样有所提高

(Harrell et al., 2018)。 

3.2  自主选择伙伴可促进合作 

如果在离开背叛者的同时可以选择新伙伴 , 

合作水平能够得到进一步提高。基于社会网络的

一系列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例如, 一项

以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进行的社会网络研究, 把动

态网络设置为个体每隔三轮可以切断一个伙伴关

系 , 并同时申请与网络中的他人建立新的联系 , 

若他人同意, 则能够成功与他人建立新的联系。

结果发现, 与静态网络(无法进行伙伴选择)相比, 

动态网络中群体的合作率更高, 且合作率会随着

博 弈 轮 次 增 加 而 进 一 步 提 高 (Harrell et al., 

2018) 。与此类似, 在另一项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研

究中 , 研究者设置了每轮博弈结束后 , 分别有

10%和 30%的博弈组有机会换伙伴两种实验条件, 

结果发现有 30%的博弈组可以换伙伴的条件下群

体合作水平更高 , 合作也更加稳定 (Rand et al., 

2011)。自主选择伙伴不仅能够促进两人困境中的

合作, 而且对于多人困境博弈中的合作行为也有

促进作用。比如, 在一项公共物品困境博弈实验

中, 4 人为一组进行博弈, 共 4 组。在重新分组实

验条件下, 参与者可以选择与谁互动, 即每隔 3

轮参与者会获知群体中他人在博弈中的平均贡献, 

然后依照自己愿意与谁互动的程度高低对他人进

行排序。接下来研究者会根据排序进行重新分组, 

即经过重组, 参与者有机会与排名在前三位的人

为一组。结果发现, 相对于控制条件, 这种可以被

重新分组的实验条件下 , 个体会表现得更合作

(Page et al., 2005)。有意思的是, 即使更换伙伴需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伙伴选择仍然能促进合作。

比如一项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研究发现, 与无法

进行伙伴选择的条件相比, 无论是在需要主动支

付一定成本, 还是需要放弃一轮博弈的机会才能

进行伙伴选择的条件下, 被试都表现出了更高的

合作水平(Barclay & Raihani, 2016)。 

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动态网络中可能会掺杂声

誉信息的作用。Melamed 等研究者进一步分离出

了声誉的作用, 发现即使没有声誉信息, 动态网

络也能产生非常高的合作率(Bednarik et al., 2014; 

Melamed et al., 2018; Melamed et al., 2017), 即可

以理解为伙伴选择是促进合作行为进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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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Melamed 等人(2018)在实验中操纵出了 4 种

实验条件：静态网络(无法进行伙伴选择), 动态网

络且缺乏声誉信息(可以进行伙伴选择, 但参与者

不知道其他伙伴的声誉), 动态网络且参与者知道

所有其他人的声誉, 和一个更现实的动态网络(参

与者只知道他们邻居的声誉)。其中, 对声誉信息

的操纵为每个人过去合作的频率。结果发现, 动

态网络三种实验条件下出现了几乎同样高水平的

合作率, 且全都高于无法进行伙伴选择的静态网

络组。这说明能够进行伙伴选择的动态网络本身

是促进合作行为进化的关键。 

综合以上研究, 不难看出, 只要可以进行伙

伴选择, 哪怕只要有单纯离开的可能, 就能够有

效地促进合作行为的进化, 即使个体对接下来要

选择的伙伴的声誉并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 伙伴选择是促进合作行为的一种独立机制。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有研究者认为伙伴选

择也要遵循一定的限度才能有效促进合作。如果

允许更换伙伴的速度太快或者太慢, 就会增大背

叛者剥削合作者的概率(Noë & Voelkl, 2013)。同

时 , 如果合作者无法及时切断与背叛者的联系 , 

合作者可能就会转为背叛, 来报复背叛者。比如, 

Shirado 等人(2013)在囚徒困境中加入了动态网络, 

设置了 9 种伙伴选择条件, 即分别有 0%、5%、

10%、30%、50%、70%、80%、90%和 100%的“被

试对”有机会打破现有的伙伴关系并重建新的伙

伴关系。在这个动态网络中, 个体与多位伙伴以

20%的可能建立合作关系, 进行 15 轮囚徒困境博

弈。在每一轮博弈结束后, 研究者会依据 9 种伙

伴选择条件, 随机选取相应百分比(0%、5%、10%、

30%、50%、70%、80%、90%和 100%)的被试对, 

再从这两名被试中随机选取一名, 在告知其互动

对象在上一轮的决策后, 要求该被试做出是否更

换伙伴的决定。结果发现在 70%的被试对有机会

打破现有伙伴关系并形成新伙伴关系的条件下 , 

合作水平最高。并且只有在 70%到 90%的情况下, 

合作者与背叛者才有机会分离, 低于 70%或高于

90%都不利于合作者与背叛者的分离。 

3.3  了解伙伴信息的基础上伙伴选择能进一步

促进合作 

多数研究者认为, 当个体在了解伙伴一定信

息的基础上进行伙伴选择时, 个体可以更加迅速

和准确地识别出合作者, 进而选择性地接近合作

者, 出现高水平合作。比如 Gallo 和 Yan (2015)通

过动态网络实验发现, 在加入不同程度的声誉信

息(只了解邻居最近 5 次的行为表现 vs. 了解群体

内所有人最近 5 次的行为表现)与社会知识(不了

解群体中任何个体之间的联系 vs. 了解群体中所

有个体之间的联系)之后, 伙伴选择会对合作行为

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当有了所有人的声誉信息

和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后, 合作者就可以

形成自己的社区, 积极切断与背叛者的联系, 拒

绝再次与他们联系。同时, 合作者能够形成一个

比背叛者更合作的社区, 并从社区内部的相互作

用中获取更大的收益。研究发现, 人类可以利用

各种线索, 察觉伙伴的合作倾向。他们依赖于诸

如伙伴的合作意愿、合作行为的成本及合作行为

的自发性或真诚性等线索(Baumard et al., 2013)。

他们会积极寻求这些类型的信息, 并愿意为此付

出代价(Rockenbach & Milinski, 2011)。概括而言, 

对伙伴信息的了解,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伙

伴行为层面信息的了解, 以及对伙伴相对稳定的

特质层面信息的了解。 

3.3.1  了解伙伴行为层面的信息 

在人类的交往互动中, 个体有时只能获取伙

伴有限的行为层面的信息。然而幸运的是, 即使

是有限的行为层面信息, 依然能够帮助个体识别

出合作者, 进而实现合作者之间的匹配性互动。

比如, Sylwester 和 Roberts (2013)的研究中, 在进

行公共物品困境博弈后, 研究者会把所有被试所

得收益及其最近一轮的决策行为信息公开, 然后

让被试从中选择 1 人或者接受计算机指定的 1 人

进行后续任务。结果发现, 当被试可以依据他人

所得收益及其最近一轮的决策行为选择伙伴进行

后续任务时, 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这

表明仅仅根据他人所得收益信息及其最近一轮的

决策行为, 个体即可选择出合作的伙伴。在 Gallo

和 Yan (2015)的动态网络研究中, 被试则可以获

得关于他人更多行为层面的信息, 比如可以了解

到网络中他人最近 5 轮的决策行为信息。结果发

现, 相对于只了解邻居最近 5 轮的决策行为信息, 

当被试可以了解所有人最近 5 轮的决策行为信息

时, 会更加合作。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 了解他人

过去行为记录的两个特征, 即过往的合作行为历

史和最近一次的行为, 就可以帮助个体有效识别

出合作者(Cuesta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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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当个体发现自己的互动对象是合作者

时, 也会更加愿意与对方保持合作关系, 这促进

了合作者之间的持续性合作。例如, 在一项以社

会网络进行的研究中, 被试在每一轮的囚徒困境

博弈后都会获知自己以及在网络中与自己互动伙

伴的决策行为 , 研究发现如果对方是合作者时 , 

被试倾向于与其持续互动, 如果对方是背叛者时

被试更倾向于转换伙伴(Bednarik et al., 2014)。在

另一项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 , 也有类似发现 , 

每一轮博弈结束后个体也会获知他人上一轮的决

策行为, 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合作者−背叛者、背

叛者−背叛者的组合 , 两个合作者之间的联系更

加稳定(Rand et al., 2011)。 

3.3.2  了解伙伴特质层面的信息 

在有些情况下, 个体可以获取到伙伴诸如慷

慨、道德品质等涉及到个人特质层面的声誉信息。

特质往往能够反映出个体比较稳定的行为表现。

依靠这类声誉信息进行伙伴选择, 能够为彼此合

作带来更有效的保障。 

首先, 个体会根据潜在伙伴是否具有慷慨、

亲社会倾向等特征来识别其是否为合作者。比如, 

Fehrler 和 Przepiorka (2016)的研究发现, 人们更

倾向于选择那些向慈善机构捐款的个体作为互动

伙伴, 并在之后的信任博弈中投资给对方更多的

资金。Raihani 和 Barclay (2016)在一项由 788 名

工人完成的独裁者博弈中发现, 被分配者观察拥

有不同财富的独裁者(2.50 美元/0.50 美元)在第一

轮分配 (50%/25%)中所做的决定后 , 被分配者更

愿意选择慷慨的独裁者完成接下来的博弈任务。

并且, 在财富和慷慨对个体最终收益贡献相同的

情况下, 人们依然更倾向于选择慷慨的人作为合

作伙伴(Eisenbruch & Roney, 2017)。甚至, 3~8 岁

的儿童也倾向于分配给慷慨的个体更多的资源

(Blakey et al., 2019)。 

个体在依据对方的慷慨或亲社会行为等信息

进行伙伴选择后, 的确能够促进双方出现高水平

合作。比如 Jordan 等人(2016)发现当个体看到一

个人不计成本地帮助他人时, 个体会更信任此人, 

并会在之后的信任博弈中, 把自己几乎所有的钱

都投资给此人, 而此人也的确会返还给个体更多

的钱, 展现出高水平合作。该研究共分为两个阶

段, 在第一阶段, 研究者分配给玩家 A 一笔钱 , 

玩家 A 可用来帮助第三方, 玩家 A 是否计算成本

反映在他是否查看帮助第三方所需要的成本及其

做出助人决策所需的时间上; 在第二阶段, 玩家

B 会与玩家 A 进行信任博弈。结果发现, 当玩家

B 看到玩家 A 未查看助人行为成本及其做出助人

决策时间更短时, 玩家 B 会更信任玩家 A, 在信

任博弈阶段会向玩家 A 投资更多的金额, 并且这

些被信任的玩家 A 也的确会返还给玩家 B 更多的

钱。与此类似, 当看到他人对环保组织捐款时, 人

们也倾向于选择此类个体作为合作伙伴, 并在后

续的互动中出现高水平合作。在一项研究中, 研

究者分别将 3 名被试随机分配为一组, 其中 2 名

被试进行捐赠游戏, 另一名被试作为第三方进行

实验。进行捐赠游戏的 2 名被试手里各自拥有 10

美元, 并要决定将任意数目的资金捐赠给环境保

护组织。结果发现, 相较于其余两种实验条件, 当

被试得知第三方可以知道自己的捐款数额且第三

方可以选择伙伴进行下一轮博弈时, 人们向环保

组织捐款数额最多。同时, 在可以进行伙伴选择

时, 第三方也倾向于选择那些向环保组织捐款更

多的人作为互动伙伴, 且在与这些捐赠较多的被

试互动时双方都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Barclay & Barker, 2020)。可见, 当个体获取到对

方是否表现出慷慨、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的信息时, 

可以更加有效地识别出合作者, 进而选择性地接

近合作者, 并展现出高水平合作。 

其次, 个体还会根据对方的道德品质(比如意

图、真诚与诚实)及其在道德决策过程中体现出的

道德标准强弱, 遵守道德规范程度等信息来识别

其是否为合作者(Martin et al., 2019; Shinohara et 

al., 2019)。在关乎道德品质的评价方面, 人们通常

可以根据一些微妙的线索做出判断。比如, Tetlock

等人(2000)要求人们判断一位医院管理者 , 他必

须在拯救一个男孩和另一个男孩的生命(从道德

角度来看, 这个权衡应该非常困难)之间做出选择, 

或者在拯救一个男孩的生命和拯救医院 100 万美

元之间做出选择(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这个权衡应

该非常容易)。在容易权衡的情况下, 人们对迅速

选择拯救男孩的管理者最为积极, 而对犹豫不决

并最终选择拯救医院的管理者惩罚最大 ; 在“困

难权衡”条件下 , 人们对缓慢而不是迅速做出决

定的管理者更为积极, 无论他选择拯救哪个男孩

(Baumard et al., 2013)。与此类似 , Martin 和

Cushman (2015)发现相较于给自己带来的实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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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人们在选择伙伴时更看重他人是否具有公平

的意图。同时, 个体更愿意选择在类似于“电车困

境”中做出“不改变车轨方向”决定的人作为信任

博弈的合作伙伴, 即倾向于选择不愿意给他人造

成伤害的“义务论者”而不是对道德问题功利主义

最大化的 “功利主义者 ”作为合作伙伴 (Everett 

et al., 2018; 王晓慧 等, 2021)。甚至, 8 至 10 个月

大的婴儿就倾向于选择与非故意给他人造成伤害

的伙伴互动, 而不是那些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

伙伴(van de Vondervoort & Hamlin, 2016)。在信任

博弈中, 人们倾向于对真诚微笑的个体投资更多

(Centorrino et al., 2015)。 

在道德品质之外, 个体还会从他人道德决策

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标准强弱, 遵守道德规范程

度等信息识别他人是否为合作者。比如, Simpson

等人(2013)在研究中让参与者先观察两个潜在合

作伙伴对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评分结果, 然后

在其中选择一位伙伴进行随后的信任博弈。结果

发现, 相对于评判学术不端行为是“有点”不道德

的道德决策标准弱的人, 参与者更愿意选择与评

判学术不端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道德决策标准

强的伙伴进行合作。而且, 人们对道德水平高的

潜在群体成员评价更为积极, 更愿意接纳其成为

群体的一员(van der Lee et al., 2017)。并且, 人们

倾向于避免与违反道德规范的个体合作, 尤其是

那些违反圣洁规范 (比如出轨、乱伦等 )的个体

(Kemper & Newheiser, 2018)。 

当根据他人道德品质与道德决策过程方面的

信息进行伙伴选择时, 个体也的确能据此有效判

断出谁是合作的伙伴, 并能进一步在双方之间开

展高水平合作。比如, 在一项信任博弈中, 委托人

观看受托人预先录制的一段视频, 之后决定是否

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投资给受托人, 若其决定将钱

投资给受托人, 这笔钱将增加 2 倍进入受托人手

中 , 若其决定保留资金 , 则初始资金数额不变 , 

进入自己手中。受托人有 3 种选择：不返还给委

托人任何资金, 返还给委托人 1/3 的资金, 返还给

委托人 1/2 的资金。在做出投资与否的决策后, 委

托人还要对视频中受托人微笑的程度、真诚度 , 

受托人的可信度等方面进行评分。研究结果发现, 

笑容被认为更加真诚的受托人更容易得到委托人

的信任, 委托人更倾向于对他们投资。同时, 这些

受 托 人 也 的 确 会 给 委 托 人 带 来 更 高 的 收 益

(Centorrino et al, 2015)。 

4  伙伴选择促进合作行为的内在机制 

以往研究认为, 伙伴选择为个体提供了：(1)

摆脱背叛者的可能性 ; (2)失去伙伴关系的威胁 ; 

以及(3)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待在一起的选择

(Strømland et al, 2018)。除此之外, 当在生物市场

理论背景下考察伙伴选择时, 伙伴选择还会通过

使个体表现出竞争性利他行为(competitive altruistic 

behavior)从而促进合作(Barclay, 2011)。基于此 , 

本文认为伙伴选择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可能主

要是通过惩罚机制、奖赏机制、分类匹配机制以

及生物市场中的竞争机制来实现的。 

4.1  惩罚机制 

伙伴选择之所以能促进合作, 可能因为它包

含着对非合作者的惩罚。首先, 伙伴选择可以被

视为一种更加严厉的惩罚形式, 因为如果发现伙

伴是背叛者, 个体会直接切断与伙伴的互动关系

(Martin et al., 2019; Feinberg et al., 2014)。比如, 

研究发现仅仅是处于伙伴选择实验范式下, 参与

者就会感受到失去伙伴关系的威胁, 从而导致团

队成员更加合作(Bednarik et al., 2014; Martin & 

Cushman, 2015)。Debove 等人(2015)发现当互动伙

伴没有外部选择时 , 个体会不公平地分配资源 , 

但当互动伙伴可以寻求更好的伙伴时, 个体会更

倾向于平均分配金钱。 

在伙伴选择条件下, 拒斥可以使个体离开坏

伙伴, 以避免被坏伙伴重复剥削, 从而维持自己

的合作水平(Liddell & Kruschke, 2014)。同时对于

被拒斥的个体来说, 社会拒斥是一种有效的社会

经济惩罚手段, 社会拒斥的作用会通过流言(声誉

机制)进一步扩大(Feinberg et al., 2014), 最终使被

拒斥的个体无法从集体中获益。除了经济惩罚外, 

社会拒斥还会引起社会性疼痛(social pain), 即与

身体损伤疼痛类似的反应 (MacDonald & Leary, 

2005)。通过拒斥威胁和拒斥可以有效抑制实验参

与者的背叛行为, 使其更加合作。 

其次, 作为一种惩罚, 伙伴选择比代价高昂

的惩罚更灵活。代价高昂的惩罚根据实际结果决

定是否给予惩罚, 而伙伴选择根据对方意图决定

是否拒斥。有研究认为代价高昂的惩罚服务于教

育目的, 即通过对坏结果的惩罚向被惩罚者发出

信号——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坏结果, 他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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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改变自己的行为, 变得更合作; 而伙伴选择决

定拒斥是为了避免再次与背叛者进行互动(Martin 

& Cushman, 2015)。研究表明, 在有些情况下根据

坏的结果使用代价高昂的惩罚并不能达到其教育

目的, 相反, 根据对方公平的意图决定不使用社

会拒斥却能有效维持合作。如 Martin 和 Cushman 

(2015)探究了一种可以将意图与实际结果相分离

的掷骰子游戏。在该游戏中有两种骰子, 一种更

公平的骰子：掷到数字 5 和 6 时将所有钱分给自

己, 掷到数字 1~4 时将钱平均分配; 一种更自私

的骰子：掷到数字 1~4 时将所有钱分给自己, 掷

到数字 5 和 6 时将钱平均分配。此时, 分配者可

以带着公平的意图去选择更公平的骰子, 但由于

掷骰子的不可控性 , 可能会导致一个自私的结

果。在这种对方有更公平的意图但产生了坏结果

的情况下, 惩罚反而可能会减少随后的亲社会行

为。相反, 根据对方有更公平的意图而选择不进

行拒斥, 仍然与其继续互动, 则有效地维持了合

作。此外还有研究表明, 在公共物品困境博弈中, 

在参与者偶尔成为背叛者的情况下, 社会拒斥比

代价高昂的惩罚更有可能维持所有人的合作水平

(Sasaki & Uchida, 2013)。 

4.2  奖赏机制 

伙伴选择之所以能促进合作, 更为重要的是

找到合作者能够给个体带来物质层面的奖赏。首

先, 伙伴选择可以通过给参与者带来直接的利益

促进合作。在伙伴选择条件下, 参与者既可以低

成本的离开背叛者, 避免被重复剥削, 又可以选

择那些能够带来更大利益的合作者, 从而促进合

作(Raihani & Barclay, 2016)。Sasaki 和 Uchida 

(2013)通过计算机模拟表明 , 在公共物品困境博

弈中, 在不影响集体贡献的情况下, 对搭便车者

的拒斥减少了受益者人数, 这就给留下来的合作

群体成员带来了更多的直接利益, 从而有利于合

作行为的进化。 

其次, 伙伴选择可以通过给参与者带来未来

利益促进合作。如 Balliet 和 Ferris (2013)的研究

认为那些具有未来思维的人, 在被拒斥后并不会

降低自己的亲社会水平 , 反而会变得更加合作 , 

以期获得长远利益。在博弈回报相同的情况下 , 

相对于因运气好而觅食成功的个体, 参与者更愿

意选择与因技能强而觅食成功的个体继续互动。

因为基于技能的生产力可能表明了合作伙伴在未

来仍能产生收益的能力, 而基于运气的生产力则

无法保障未来收益(Eisenbruch & Roney, 2017)。在

伙伴选择条件下, 个体也通过寻求未来跨情境稳

定利益来促进合作。研究表明人类会通过积极和

消极的体验在互动反馈中编码奖赏和特质信息 , 

例如, 愿意共享资源的人可能不仅被视为具有高

回报价值(奖赏), 而且还可能被视为慷慨大方(特

质属性, 表明其可能在各种情况下都会可靠地亲

社会)。两种信息都会促进参与者的合作行为, 但

与价值奖赏相比, 参与者更依赖对方的特质属性

以寻求在跨情境决策中获益(Hackel et al., 2015)。

其他研究也表明, 当被迫在吝啬但富有和慷慨但

贫穷的两个人之间进行选择时, 被试更倾向选择

慷慨但贫穷的伙伴(Raihani & Barclay, 2016)。 

值得注意的是, 个体从寻求直接利益到寻求

长期跨情境稳定利益, 依赖的信息已经不同, 激

活的脑区也是不同的。在寻求跨情境稳定利益时, 

个体更依赖对方的特质信息, 除了会激活奖赏脑

区 , 还会激活与社会印象相关的脑区 (Hackel 

et al., 2015)。这表明虽然个体仍然在寻求利益, 但

寻求利益的方式已从关注价值奖赏转为关注对方

的特质信息, 如对方是否有好的意图等道德品质

层 面 的 信 息 (Baumard et al, 2013; Martin & 

Cushman, 2015)。 

4.3  分类匹配机制(assortative matching) 

当个体可以自主选择互动伙伴时, 伙伴选择

可以通过分类匹配机制促进合作。伙伴选择会促

成合作者与合作者形成分类, 进而促进合作。在

进化博弈论框架下, 当个体处于动态网络, 即可

以中断与背叛者的联系, 建立与合作者的联系时, 

个体可以自主形成合作者分类。理论和实证研究

都表明, 这种合作者分类可以使合作者更可能与

其他合作者进行互动, 由此合作者会获得比背叛

者更高的报酬 , 从而促进合作的进化 (Dakin & 

Ryder, 2018; Melamed et al, 2018; Rand & Nowak, 

2013)。这种合作者分类表现为以“合作集团”的形

式出现 ,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会与“朋友的朋

友”, 即与合作者合作的人联系在一起(Fehl et al., 

2011)。合作者通过比背叛者或搭便车者建立了更

多的联系, 增强了合作者的整体适应性。而在一

项以动态网络进行的研究中发现, 相较于亲自我

者, 表现出更多合作行为的亲社会者不仅与他人

建立了更多的联系, 同时, 因为亲社会者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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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表现出合作行为, 这也使得他们与他人的联系

更持久, 且持久的互动关系也为亲社会者带来了

更高的收益(Melamed et al., 2017)。 

此外, 伙伴选择还包括选择离开不合作者或

不合作群体。Aktipis (2004)的二元博弈模型表明, 

当合作者使用“离开”策略时, 其表现优于无条件

背叛者、 “以牙还牙 ”策略者以及 “赢定输移 ” 

(win-stay, lose-shift)策略者。“离开”策略通过有选

择地将背叛者排除在与合作者互动的利益之外 , 

促进了分类并有利于合作的进化。这种“离开”规

则同样可以促进群体合作的进化。在基于空间的

公共物品困境博弈中, 个体通过离开不合作群体, 

留在合作群体, 促进了合作群体的分类以及合作

群体的稳定性(Aktipis, 2011)。 

这种合作者分类的情况在实验室实验中也得

到了验证。Brekke 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 个体通

过选择加入亲社会群体形成了合作者分类, 进而

促进了合作。在 3 人公共物品困境博弈中, 被试

可以选择参加两种类型中的一种：在蓝色组中 , 

每个成员可以获得固定的额外报酬; 而在红色组

中, 额外报酬会被捐赠给红十字会。实验分为三

部分：第一部分是随机分组的一次性公共物品困

境博弈; 第二部分, 实验参与者先选择加入自己

喜欢的群体类型, 再进行 10 轮公共物品困境博弈; 

第三部分与第二部分基本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实

验参与者可以在每一轮中改变群体, 并且博弈轮

次增加到 20 轮。结果表明, 在一系列博弈中, 低

合作水平个体选择了蓝色组, 高合作水平个体选

择了红色组。这种合作意愿和群体选择之间的相

关性证明亲社会承诺(如慈善捐赠), 可以作为一

种筛选手段, 帮助高合作水平者形成分类。由于

成功的分类, 与蓝色组相比, 红色组的合作水平

从一开始就更高, 且合作水平更趋于稳定。此外, 

还有研究在真实的社会群体中考察了个体是否能

够区分利他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 以及利他主义

者是否会选择与其他利他主义者形成合作者分

类。Pradel 等人(2009)让来自 6 个班级的共 127 名

学生(年龄 15~19 岁),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匿名

的独裁者博弈, 并承诺一周后会根据他们各自的

分配决定给予其相应的报酬, 之后让他们填写问

卷：(1)评估他们的每个同学在之前的分配任务中

做出了怎样的分配决定; (2)写下他们认为哪些同

学是他们的朋友, 哪些同学是讨人喜欢的, 哪些

同学是不讨人喜欢的。结果表明个体能够预测他

们熟悉的个体在独裁者博弈中的利他行为水平 , 

并且利他主义者与其他利他主义者是朋友。 

4.4  生物市场(biological market)中的竞争机制 

当在生物市场理论背景下考察伙伴选择时 , 

个体会作为被选择者通过竞争机制吸引伙伴从而

促进合作。在生物市场中, 存在着对“最佳”伙伴的

竞争, 也就是说个体需要竞争过其他人赢得合作

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竞相比其他人更慷

慨, 并通过这种慷慨行为发出暗示信号：其比其

他人有更大的能力、更多的资源或更愿意提供利

益。这种现象被称为竞争性利他 (competitive 

altruism, Barclay, 2004; Roberts, 1998)或竞争性帮

助(competitive helping, Barclay, 2011)。实证研究

也表明, 个体通过这种竞争性利他增加了自己的

合作水平。比如, 与匿名捐赠相比, 当个体捐赠被

观察到时捐赠更多(Barclay & Barker, 2020; Hardy 

& van Vugt, 2006); 当个体有可能被观察者进一

步选择作为合作伙伴时 , 捐赠最多 (Barclay & 

Barker, 2020; Sylwester & Roberts, 2010)。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个体而言只有当其预期

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时, 竞争性利他主义才会

发生。如 Dessalles (2014)的研究表明当高质量个

体能够吸引多个合作伙伴时, 较低质量个体就不

会投资于竞争性帮助, 因为他们预期自己无法有

效竞争过高质量个体赢得合作关系; 但当与他人

互动的好处不仅取决于他人的质量, 还取决于与

他人相处的时间时, 高质量个体可以吸引高质量

个体共享时间, 但共享时间限制了高质量个体的

社会可用性, 这就给较低质量个体提供了竞争伙

伴的机会, 最终个体与相似质量的个体形成分类

进而促进了合作。 

总体来说, 以上 4 种机制各有侧重, 分别从

个体行为视角与社会系统视角对伙伴选择影响合

作行为的内在机制做出解释。惩罚与奖赏机制 , 

侧重个体行为层面; 分类匹配机制与生物市场中

的竞争机制, 则是从整个的社会系统层面来进行

解释。如果做一个简单对应, 惩罚机制可以较为

直接地解释为什么离开或拒斥就能促进合作; 奖

赏与分类匹配机制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自主选

择可以促进合作。但从伙伴选择关注的重点来说, 

个体更加看重的是寻找到更合作的伙伴以追求更

大获益, 而不是惩罚对方。所以, 需要更多地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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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机制、分类匹配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来解释伙伴

选择对合作行为的促进。生物市场中的竞争机制, 

则从竞争性利他的角度, 体现出了自己要先成为

一个合作的“好伙伴”才能赢得与“好伙伴”合作的

机会。作为外显的, 可被观察到的机制, 上述 4

种机制都不涉及伙伴选择自身所蕴含的自主性及

效能感等内在因素的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综合而言, 伙伴选择是促进合作行为产生的

一个独立机制。相对于伙伴控制, 伙伴选择从另

一个角度接近了人类社会互动的真实状态, 有助

于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人类合作的规律。它为研究

合作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基于伙伴控制视角研究合作行为的不足, 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合作行为的出现与发展。概括

来说 , 首先 , 伙伴选择本身就可以促进合作 , 即

仅仅在伙伴选择条件下 , 合作行为就能进化出

来。表现为离开背叛者或只要有离开的可能, 或

具有自主选择伙伴的机会, 即可以促进合作。其

次, 人们不仅能够根据他人一些简单的行为表现, 

更可以根据其特质层面的稳定信息, 寻求可靠的

合作者来促进更高合作水平的出现。再者, 相对

于伙伴控制条件下关注如何避免被背叛者(或搭

便车者)利用从而促进合作, 伙伴选择条件下既可

以关注通过离开背叛者避免被剥削, 还可以关注

如何寻找到更好的合作者以创造更大的收益。最

后 , 就伙伴选择促进合作行为的内在机制而言 , 

基于目前研究, 在伙伴选择过程中, 个体可能主

要会通过离开或拒斥不合作者的惩罚机制, 寻求

更好合作伙伴的奖赏机制, 与合作者形成分类匹

配, 以及发展出竞争性利他行为以赢得合作伙伴

等机制, 促进合作。 

虽然目前有关伙伴选择对合作的影响及其内

在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有很

多可以改进的方面以及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第一, 需要在进一步厘清伙伴选择概念的基

础上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目前, 倾向于从个

体与环境两个层面, 来理解伙伴选择的概念。当

把伙伴选择界定为“离开或拒绝‘坏伙伴’的能力”

时, 这时倾向于从个体层面, 把伙伴选择视为一

种行为与认知能力, 表现为能够根据一些线索有

效判断出“坏伙伴”和“好伙伴”, 并能够离开“坏伙

伴”, 选择“好伙伴”。在这一概念倾向的基础上 ,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伙伴选择能力的概念内

涵, 确立其内在维度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

相应的测量工具, 探讨具有哪些人格特征的人会

拥有良好的伙伴选择能力 , 能够果断离开“坏伙

伴”, 以及探索可以从哪些方面培养这一能力。与

此同时, 还需要注意“反应模式(response modes)”

对个体选择伙伴的影响。研究表明“选择”或“拒

绝 ”反应模式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偏好 (Chen & 

Proctor, 2017; 黄元娜 等, 2021; Shafir, 1993)。未

来研究可以探讨使用哪种反应模式更能有助于人

们找到合作的“好伙伴”。比如, Chen 和 Proctor 

(2017) 认为相对于拒绝任务, 人们在选择任务中

会更具有辨识力, 因为理解选择任务需要的努力

程度小, 就有足够的认知资源来对选项本身的信

息进行深度加工。也有研究表明, 相比于选择反

应模式, 个体在拒绝反应模式下, 选择伙伴的标

准更加宽松(Huber et al., 1987; McDonald et al., 

2014)。而究竟在何种反应模式下, 个体的决策更

有利于伙伴选择, 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激活人们

不同的反应模式等问题, 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当把伙伴选择概念界定为“离开与选择伙伴

的可能性”时, 更多地是从环境层面, 把伙伴选择

视为一种游戏规则的设置, 即允许个体退出并重

新选择伙伴。未来研究可以从这一角度进一步澄

清伙伴选择的概念, 并从规则或制度设计层面探

讨更换伙伴的时机和限制条件等问题。目前只有

少量研究探讨了这方面问题。比如, 有研究者在

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 比较了分别在每 1轮、3轮、

6 轮博弈之后进行伙伴选择条件下的合作水平差

异, 结果发现, 与其他两种换伙伴时机相比, 每 1

轮博弈之后进行伙伴选择条件下群体的合作水平

最高(Wang et al., 2012)。Shirado 等人(2013)发现

一个群体中 70%的被试对可以重新进行伙伴选择

的条件下, 合作水平最高。并且只有在 70%到 90%

的被试对可以重新进行伙伴选择的情况下, 合作

者与背叛者才有机会分离, 低于 70%或高于 90%

都不利于合作者与背叛者的分离。 

第二, 伙伴选择研究的生态效度还需要进一

步提升。现有的研究范式多是基于传统的经济博

弈游戏进行得简单改进, 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人际

互动过程代表性依然不够。首先, 这些改进的实

验范式仅仅增加了留下和退出的选择, 多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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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退出需要支付的成本。Bednarik 等人

(2014)曾在改编的囚徒困境中添加了伙伴选择成

本的变量。结果发现, 在离开伙伴是免费的, 但与

新伙伴合作需要付出成本的条件下, 选择新伙伴

的成本越高, 离开旧伙伴的可能性就越低。并且

与选择新伙伴无成本的人相比, 需要花费成本选

择新伙伴的人, 与新伙伴的合作程度更高。现实

生活中, 换伙伴会涉及到时间成本、距离远近、

心理成本等因素的考量, 所以未来的研究应把换

伙伴的成本因素加入到伙伴选择和合作行为的关

系中。 

其次, 这些改进的实验范式缺乏对利用广泛

信息从各种可能性中选择合作伙伴的关注。比如, 

多数研究常常在进行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之前, 

直接告诉被试其互动对象是一个慷慨的或者拥有

丰富资源的伙伴(Eisenbruch & Roney, 2017)或者

让参与者作为观察者观察潜在合作伙伴在博弈中

做出的选择等(Pleasant & Barclay, 2018; Raihani 

& Barclay, 2016)。这样的做法, 会使得个体对伙

伴信息的了解比较局限。现实生活中, 人们通常

会根据一些更为广泛的信息线索, 如还可能根据

对方的面部信息、无意识动作等信息推测一个潜

在伙伴合作的可能性。比如, 在一项信任博弈中, 

当个体通过观看潜在合作伙伴的视频后决定对其

投资时, 在视频中真诚微笑程度高的个体收到了

更多的投资(Centorrino et al., 2015)。与不真诚的

微笑相比, 服务员真诚的微笑能促进顾客付小费

的意愿(Bujisic et al., 2014)。未来还需要对比, 相

对于慷慨或亲社会行为, 根据这类信息线索选择

出的合作伙伴, 可靠性程度是否更高。 

再次, 伙伴选择常用的博弈范式, 如囚徒困境

等, 本质上很少会产生互利共生式合作(mutualistic 

cooperation), 而利用如猎鹿博弈(stag hunt game, 

SHG)之类的范式能更好地研究如何通过伙伴选

择产生互利共生式合作。在猎鹿博弈中, 若互动

双方同时选择合作, 则他们可以捕获鹿作为食物; 

若选择单独行动, 则他们每人只能捕获兔子作为

食物。且若两人选择合作猎鹿, 则他们每个人获

得 的 收 益 都 要 高 于 单 独 猎 兔 所 获 得 的 收 益

(Tomasello et al., 2012)。从中可以看出, 与囚徒困

境博弈、公共物品困境博弈或独裁者博弈等经济

博弈不同, 在猎鹿博弈中选择合作并不会以减损

个体自身的收益为代价最大化集体收益(即不会

导致利他成本), 而是通过个体间的相互合作, 完

成个体无法单独完成的活动, 在最大化自身与他

人收益的同时, 提高集体收益。这就是互利共生

式的合作。已有关于种族同质性聚类的研究表明, 

个体会选择同质性即具有相同民族标记的其他个

体合作, 并能使这种特征通过自然选择进化, 可

能的原因是他们处在共同利益之下, 与具有相同

标记的个体合作更能促进个体之间的协调合作

(Mcelreath et al., 2003)。Tomasello 等人(2012)的相

互依赖假设, 也把关注点从利他帮助的合作, 转

向互利共生式合作, 即研究关注的重点从在有被

搭便车者利用的情况下, 利他帮助如何在自然选

择下胜出, 转变为在相互依赖背景下如何更有效

达成协调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伙伴选择的任务不

是如何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 而是如何找到最适

合合作的伙伴。 

第三, 需要进一步探讨伙伴选择促进合作行

为的内在机制。首先, 在伙伴选择条件下, 个体进

行合作也可能仅仅是因其满足了自己的基本心理需

求, 合作本身就是目的, 而非把合作当作手段获

取物质利益。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性

(autonomy) 、 关 系 性 (relatedness) 和 能 力 感

(competence)。其中, 自主性需要是指个体能够对

行为做出选择; 关系性需要是指个体获得周围环

境和他人的关心与支持 , 从而有一种归属感

(Ryan & Deci, 2017)。伙伴选择条件下, 个体合作

需要有更多个人意志的参与, 需要投入较大的认

知努力, 以及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等, 这些能

满足个体的自主性、关系性与能力感需要。所以, 

自主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就对个体具有奖赏作

用 , 进而有动力进行亲社会行为 (Ryan & Deci, 

2017)。同时, 在有些情况下外在物质奖赏反而可

能会降低个体的合作倾向。如 Newman 和 Shen 

(2012)通过 6 个实验, 研究了“答谢礼物”对慈善捐

赠的负面影响。答谢礼物是一些组织为表彰和感

谢捐赠者而给予的奖励。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大

多数人(按照行为主义观点)预计, 提供答谢礼物

会增加捐款, 但实际上这种提议减少了慈善捐款, 

并且答谢礼物的这种破坏性影响在各类慈善机构

中都很明显。因为外在奖励有可能破坏了由捐赠

带来的内在满足感。 

其次, 伙伴选择不仅涉及对伙伴慷慨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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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层面的判断 , 还可能涉及伙伴与自己在目

标、行为规范、技能与经验共同或互补, 以及个

性特征协调等方面匹配程度的考量 (Smaldino, 

2018)。当匹配度高时, 更容易产生共鸣, 激发出

创造力等。这或许可以借助近期兴起的超扫描技

术 (hyperscanning), 探索多个大脑的脑间活动的

同步 (inter-brain synchronization) (Dumas et al., 

2011), 来检验是否脑活动情形越趋于相似 (Hu 

et al., 2018; 卑力添 等, 2019)的个体越容易成为

合作伙伴, 也更容易发展出高水平合作, 比如双

方都表现出较高创造力。同时, 伙伴选择过程中

还存在大量情绪情感的作用, 可以进一步探讨情

绪情感在伙伴选择与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 

比如被他人选择作为伙伴, 或被慷慨帮助, 可能

会感到被接纳 (Falco et al., 2019), 并产生感戴

(gratitude)等情绪体验, 进而促进个体产生高水平

的合作行为; 如果不被选择, 会倾向于产生失望

或者愤怒, 这类情绪对个体未来合作又会产生怎

样的作用等问题。 

第四, 伙伴选择可以用以解决静态网络或伙

伴控制条件下的低合作倾向问题 (Harrell et al., 

2018)。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并非时时刻刻都可以

进行伙伴选择, 规范性和制度性的约束让人们无

法轻易终止与特定个体的关系, 例如与家庭中或

工作场所中他人的关系(Offer & Fischer, 2018)。事

实上, 个体的人际网络并非是完全动态也非完全

静态的,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属于动态与静态混

合的状态。这种情况下, 动态网络对合作的促进

作用, 会溢出到静态网络之中, 即被动态网络中

的伙伴拒斥或终止关系后, 个体不仅在其动态网

络中会变得更加合作, 同时, 在其静态网络中也

会变得更加合作(Harrell et al., 2018)。然而研究未

进一步探究在个体的人际网络中, 动态网络占据

多大比重时对静态网络中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最

大, 同时, 也未考虑终止联结及建立新联结所花

费成本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Harrell et al., 

2018)。 

最后, 开展本土化研究以深入探索中国文化

背景下的伙伴选择与合作问题。事实上, 中国文

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伙伴选择的思想。比如“孟母

三迁”的故事, 旨在鼓励人们要果断地离开“坏伙

伴”, 选择“好伙伴”。然后在果断离开和选择的基

础上, 还有很多具体的关于要跟什么人合作的原

则。比如, 孔子提出“择友”的三个标准, 即“友直、

友谅、友多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通过

“三家分晋”的史实提出相对于一个人的“才能”, 

应该更加看重其“德行”。可以看出, 这些伙伴选择

原则首先考虑的是人的道德, 其次才考虑能力。

这一倾向与西方现有的研究发现有相似之处, 即

相较于能力及财富, 人们更看重他人的慷慨等品

质。然而中国文化中, 有着更具实践智慧的伙伴

选择思想, 比如《论语·为政》中记载的“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三国时刘劭《人物志》中

讲述的“八观”、“五视”等识鉴人才之术, 还有曾国

藩提出的要根据一个人的性格、行为习惯与才识

等识人用人等。这些思想虽然都是经验总结, 但

可以对开展伙伴选择与合作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提

供丰富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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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artner choice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s 

TANG Hui1,2, LI Xinyu1, WEI Yifan1, LI Xiaocai1, CHEN Liuyan1, ZHANG Yao1,2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China) (2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ianjin Universities-Cent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Partner choice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behavior of choosing or refusing to engage in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based on whether they can bring benefits to him/her. Partner cho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operative behavior: cooperation can be facilitated as long as individuals 

have the choice to leave or choose partners independently and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if they can learn 

about their partners' behaviors or trai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partner choice may promote cooperative 

behavior primarily through four internal mechanisms, namely, the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walking away 

or ostracism, the reward mechanism for seeking cooperators, the assortative matching mechanism,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 the biological market. Further study is requir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partner 

choice, improv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partner choice research, explore its internal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cooperation deeply, the use of partner choice to solve cooperation problems under partner control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ner choi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partner choice, partner control, cooperative behavior, evolution,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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